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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网络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吗？

———基于福建省、安徽省３２０农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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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影响农村居民收
入，而这种影响因收入群体不同可能产生差异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福建省、安徽省两省

３２０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ＱＲ）和工具变量分的位数回归模型
（ＩＶＱＲ）研究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正式网络与农村居
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模型是有必要的；（２）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３）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
不平等，而是缓解了农村目前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落实农村地
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以及在政府补贴和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实
施过程中的“精准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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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收入差距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因素，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我国基尼系
数实现“七连降”，由２００８年的０．４９１下降至

２０１５年的０．４６２，虽然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６年较

２０１５年而言提高了０．０３，但是总体下降趋势没有
改变。由此看来，我国在缓解收入不平等上已经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组织规定，基尼系数在０．４～０．５９表示指数等级
高，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
配差距的“警戒线”。就现阶段来看，收入不平等

依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首
先，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存在“Ｕ”型关系且两
者之间存在最优值（基尼系数０．３７～０．４），我国
目前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

利影响［１］，同时收入不平等也会带来社会问题，收

入不平等会降低居民幸福感［２］，并且可能增加社

会犯罪［３－４］，从而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利于社
会和谐发展。我国在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收入不
平等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现
有研究已经发现诸多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

素。有学者发现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贫困
家庭受预算限制使得子女在教育阶段获得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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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较低［５］。同时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
重要因素，但教育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效应并
不相同［６］，故而可能由此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相似，也存在Ｕ型关系。在教育扩展初期会
扩大收入不平等，教育扩展后期会缩小收入不平
等［７］。有学者在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会减少收入不平
等［８］，这一观点同样证实了再教育扩展后期会开
始减少收入不平等。除了教育以外，获取工作或
就业机会是获取收入的重要方式。在户籍制度下
的机会不均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

因［９］，同时就业稳定对获取工资收入差距具有重
要影响，且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影响不同，就业稳定
性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１０］，可见工作和就业机
会对家庭收入和收入差距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对收入及收入不平等也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呈现“先缓
解后加剧”的趋势［１１］，多位学者在研究城镇化进
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时均发现城镇化会因为时

间序列［１２］、空间差异［１３］对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不
同影响。故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能一
概论之。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家首先提出并运用的
概念，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
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而社会网络中又
区分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本文选取的正式网
络就是社会资本中的重要部分。正式网络亦可称
之为正式沟通网络，是指组织内进行正式沟通形
成的信息传递渠道，在组织内发挥着主渠道作
用［１４］。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
络共同组成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是其社会资本
的重要体现。不同社会资本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
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如新型社会资本和工具性
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影响不

同［１５］，这样的结论在农村地区也得到验证，即传
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会明显影响到农户收入差

距，而脱域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
加［１６］，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社
会资本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１７－１８］、贫困地
区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正向作用［１９］。那么
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或收入差距的影响究竟如

何，可见学界还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见，值得肯定的
是社会资本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得到学

界共识。就收入差距而言，多数学者也认为社会

资本在一定程度扩大了贫富差距［２０－２１］。
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收入差

距的研究多数未区分城乡差异或关注到城市样本

群体，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研究较少，并
多采用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的代

理变量。同时，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以及
代理变量的设置很少从其定义出发，即社会网络、
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的角度。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贡
献是：第一，将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进一步细
分，基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研究其中社会网络中正
式网络对贫困差距的影响；第二，区别于大部分文
献采用基尼系数或分位数比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研

究，本文关注到了处于收入底层的农村居民之间
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对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即在
低收入群体的农村居民中仍然存在收入不平等现

象；第三，不同于其他学者采用现有综合调查数
据，本研究的数据基础来源于２０１８年最新的田野
调查，数据具有较好的时效性。基于此，本研究尝
试回答：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怎样的影
响，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
差异，以及是否可以通过丰富居民正式网络拓宽
农村扶贫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一）理论分析

正式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变现进而影响到居民的收入。社
会资本较强的群体在“上学”和“看病”方面更加容
易获得帮助，从而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
源［１７］，而正式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式网络较强的群体更加有机会通过与政府
等主管部门的“人情关系”获得超过常人的教育和
健康条件。健康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方
面，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
有重要影响，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正向影响［２１］，

所以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对农户家庭教育、健康等
方面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形成“社会
网络—人力资本—家庭收入”影响路径，但这一影
响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可能存在差异。同时社会网
络对获取工作和就业的机会也具有一定影响，工
作和就业是获取收入的最主要方式［２３］，社会资本
较强的群体可以凭借人情与信任获得充分的市场

信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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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较高效率的优先获得工作岗位，获得收入较
高的工作机会［２４］。而这些都会带来农村居民在
收入上的分化，进而演变为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
等。我国在农村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产业扶贫、
兴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均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提
高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家庭收入，这不仅是我国“精
准扶贫”战略实施中的要求，也是进一步缓解城乡
收入差距的必然举措。
所以，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社会网络越丰

富，其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可能性越大，获得高收
入工作和就业的机会越多。而不同居民社会网络
的差异会通过人力资本存量、工作就业机会等进
一步对居民收入产生影响，从而产生收入差距。

（二）研究假设

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
检验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１：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正

向影响。正式网络越发达越有利于农村居民家庭
收入的提高，其通过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健康和获
取工作就业机会等多种途径变现提高农村居民家

庭收入。
假设 Ｈ２：正式网络会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

平等。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而言，正式网络对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正式网络会

对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而
对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影响程度较小。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６
月课题组前往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调查问卷均
由硕士研究生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填写完成，因
此数据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方面得到了保证。表１
报告了样本来源地区分布，调查地区选取了华东
地区福建省和安徽省，福建省选取了福州、龙岩、
南平、宁德、三明等５个地市，安徽省选取了合肥
市、阜阳市等２个地市，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区位
因素，选取了１１个县级行政区域，每个县随机抽
取１～４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２个行政村，
每个村庄随机抽取６～１２个农户。调查主要内容
包括了农村居民家庭的基本情况、社会资本和认
知情况等。在剔除无效问卷以及数据缺失等情况
外，保留３２０份有效问卷。就省域层面而言，福建
省调查样本占总样本数的７９．３７％，安徽省调查
样本仅占２０．６３％；就地市层面而言，地市之间分
布较为均匀，其中三明市调查样本数为７０份，占
总样本数的２１．８８％。就乡村层面而言，每个地
市调查了３～５个乡镇，共调查了２７个乡镇。

表１　样本来源地区分布

省份 城市 样本数 占比／％ 乡镇

福州市 ３４　 １０．６３ 梅溪镇、池园镇、上莲乡、坂东镇（４）

龙岩市 ５８　 １８．１３ 龙门镇、小池镇、下洋镇、湖坑镇（４）

福建省 南平市 ５２　 １６．２５ 西芹镇、塔前镇、星村镇、洋庄乡（４）

宁德市 ４０　 １２．５０ 水口镇、鹤塘镇、大桥镇、黄田镇（４）

三明市 ７０　 ２１．８８ 凤岗街道、青州镇、夏茂镇、富口镇、高砂镇（５）

安徽省
合肥市 ３４　 １０．６３ 岗集镇、长临河镇、桥头集镇（３）

阜阳市 ３２　 １０．００ 地城镇、王家坝镇、光武镇（３）

　　　　总样本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共计２７个乡镇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统计

表２报告了选取的变量、变量释义和变量基
本描述统计。本文选取家庭收入作为被解释变
量，表示家庭成员一年内的总收入，单位为万元，
从描述统计值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收入的均值在

６．２４万元，结合家庭规模的平均值为４．９９，可以
发现调查村落的农村家庭已经基本脱贫，但收入
差距仍较大。正式网络是组织内的主要沟通方

式，其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在于村落的主
要治理主体村委会、正式网络采用问卷中关于正
式网络的问题得分加总，包括“每逢村干部选举的
时候，我都会积极参加”、“经常与村干部和政府有
关的人员接触”、“我参加过党派、宗教活动、志愿
者团体、互助协会等”等３个问题，每个问题均采
用５分量表进行测量，数值越大表示积极回答，将

３个问题的回答得分加总获得被解释变量正式网
络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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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释义及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标量 标量释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极小值 极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年收入 家庭总收入，单位：万元 ３２０　 ６．２４　 ５．５６　 ０　 ３０

解释变量 正式网络 问卷回答得分加总，数值越大表示网络越强 ３２０　 ９．７４　 ３．１３　 ３　 １５

非正式网络 问卷回答得分加总，数值越大表示网络越强 ３２０　 １１．１５　 ２．４２　 ３　 １５

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单位：岁 ３２０　 ５５．５３　 １３．１９　 １９　 ８３
控制变量的

个体层面
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１＝男性，２＝女性） ３２０　 １．４７　 ０．５０　 １　 ２

教育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３２０　 ６．２６　 ３．７９　 ０　 １６

健康程度 受访者的健康程度，数值越大表示越健康 ３２０　 ３．６５　 １．００　 １　 ５

控制变量的 家庭规模 受访者家庭的总人数 ３２０　 ４．９９　 ２．２０　 １　 １７

家庭层面 婚姻 受访者是否结婚（１＝是，２＝否） ３２０　 １．９５　 ０．２１　 １　 ２

控制变量的 城镇化率 调查村所在县的城镇化率，由统计年鉴获取 ３２０　 ５０．１８　 １２．１３　 ３１．５０　 ７１．１０

村级层面 城镇距离 调查村距离所在镇的距离，单位：ｋｍ　 ３２０　 ６．２６　 ５．６８　 ０．００　 ３０．４０

控制变量的 村干部 受访者是否为村干部（１＝是，２＝否） ３２０　 １．９１　 ０．２８　 １　 ２

工具变量 信任评分 问卷回答得分加总，数值越大表示评分越强 ３２０　 １７．８９　 ４．２７　 ６　 ３８

　　注：地区控制变量描述统计无实际意义，在此不作展示。

　　控制变量的选取分别从个体、家庭、村级等３
个层面选取了９个变量对模型加以控制。具体来
看，个体层面控制变量选取了与正式网络相对应
的非正式网络，其测算方法与正式网络相同，分别
采用了“邻里之间经常打牌、聊天、聚会”、“亲戚之
间经常聚会、见面”、“我经常参加村里举办祭祀、
文娱活动”等３个问题的回答得分进行加总获得
变量数值。个体层面变量还包括年龄、性别，以及
代表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家庭层面
选取了家庭规模和婚姻状况。村级层面，选取了
村落所在县级行政单位的城镇化率，该数值来源
于各级统计年鉴、政府公报等官方统计口径，以及
村落距离所在乡镇的距离，选取村级层面的变量
主要对村落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进行
控制。除了这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还对地
市级的地区进行了控制，由于二分类变量在统计
上无实际意义，故表格中未作展示。同时本文还
选取了是否为村干部和信任评分作为正式网络的

工具变量，信任和正式网络同为社会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文选取信任评分主要包括了熟人信
任和制度信任，变量数值来源于熟人信任中的“家
庭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时，由我自己决定”、“亲戚之
间为做生意借钱很容易”、“当我不在家时，可以请
邻居代为保管钥匙”和制度信任中的“向村委会寻
求帮助时，基本上可以解决困难”、“我相信政府是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媒体上报道的消息都是真
的”等６个问题的得分加总，评分形式同正式网
络，采用５分量表，数值越大表示积极回答。

图１报告了样本收入区间分布情况，从整体
分布可以发现样本多数集中在（０－５］收入区间
内，说明目前农村地区家庭收入普遍处于低收入
状况。但是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我国扶贫事业的不
断发展，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取得了很大改观，随
机抽取的３２０份样本当中家庭年收入高于５万元
达１４０户，总样本均值达到６．２４万元，平均每人
每年收入１．２５万元。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较以往有大幅
度提升，基本实现脱贫 。但图表也反映农村地区
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
间的收入差距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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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样本收入区间分布情况

（三）计量策略

本文将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分位数回归

模型（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两模型之间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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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均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参数进行估计。
区别于多元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是 Ｋｏｅｎ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ｓｓｅｔｔ于１９７８年提出的概念，其使用残差
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故较
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而言，不易受极端值影响，较
为稳健，用于测算不同收入群体带来的模型估计
差异较为合适。同时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为家庭
收入，为连续性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较为合
理。其数理演算过程在此不作赘述。模型的运算
将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辅助完成。公式
（１）表示了本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
模型方程的一般形式。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ｐＸｐ＋η （１）
式中，ｙ表示被调查者家庭收入；Ｘ１，Ｘ２，…，Ｘｐ
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和
地区控制变量，统称为解释变量。β０，β１，β２，…，

βｐ 为待估计参数，η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此，本文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ＯＬＳ）建

立多元线性模型验证正式网络对收入具有影响，
进而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ＱＲ）分析正式网络对
不同收入群体影响的差异性，从而验证正式网络
是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还是缓解了农村
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考虑到正式网络与农村
居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即无法解释是
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影响，还是收入
对农村居民正式网络产生影响，故本文通过二阶
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建立工具变量模型和工具
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ＩＶＱＲ），进一步检验在
考虑正式网络与农村居民收入内生性的情况下，
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四）结果分析

表３报告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分位数回归
模型运行结果。模型１是基于最小二乘法对解释
变量的系数进行估计。正式网络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正式网络对农村家庭的收
入具有正向影响，正式网络数值每增加１个单位，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可以增长０．２３５万元。通过正
式网络数值的获取来源可以发现，较高频率的参
与村干部选举活动、经常与村干部和政府有关人
员接触以及参加过一些社会组织会有效提高农村

居民家庭收入，正式网络会在农村居民生活中通
过多种方式得以变现提高家庭收入。但社会资本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

群体收入的影响具有差异，正式网络对低收入群
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将会
导致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产生，故采用分位
数回归模型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检验。
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为分位数回归模型，分

别表示１０％、５０％和９０％上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从结果上可以发现，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正式网
络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产生影响的概率逐步下

降，正式网络仅在１０％分位数水平下，对农村居
民家庭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在５０％和９０％分位
数水平下，正式网络对农户家庭收入均不产生显
著影响。说明正式网络对收入处于低水平的农户
家庭可以产生显著促进家庭收入的作用，农村居
民积极参加选举或与村委会、政府经常沟通，有利
于村委会、政府对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的了解，将政
策落实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政府补贴、贫
困补贴能够精准到户，实现对“贫困户”、“低收入
家庭”的精准识别。
正式网络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

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和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被

多数学者关注到，并提出了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检
验［２５］。但是也有学者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进
城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工资水平而言

可能是外生变量［２６］。可见，就目前而言社会资本
的内生性问题学界意见并不统一，但主流观点认
为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和居民收入或工资水平之

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所以，本文在研究社会网络
中的正式网络对收入的影响时对两者之间存在内

生性进行检验，故基于最小二乘法建立工具变量
模型以及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解决由于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
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ＩＶＱＲ），同工

具变量模型（ＩＶ）相同，本质还是二阶段最小二乘
法的运用，即采用工具变量将解释变量中的内生
成分剔除，保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外生性。
表４报告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

运行结果。本文选取“是否为村干部”、“信任得
分”作为正式网络的工具变量。对于农村社会生
活而言，村干部获取到的信息更加丰富，其正式网
络可能更加发达，村干部可以通过其身份特征拓
宽其正式网络。而同为社会资本的信任模块在中
国“人情社会”的语境下，信任可能发挥强化正式
网络的作用。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村干部、信任评
分均对正式网络有显著影响，其中是否是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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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２＝否）对正式网络为负向影响，说明有村
干部身份的农村居民正式网络更加发达，信任评
分越高的农村居民，对其正式网络也有显著积极
影响。从ｒ２ 数值来看，其数值达到０．３７８说明该

模型拟合度较好，其中Ｐ－ｒ２ 表示排除工具变量
以后的拟合度为０．１７４。结合ｒ２ 和Ｐ－ｒ２ 数值可
以说明工具变量对模型的影响具有较好的解

释力。
表３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ＯＬＳ）及分位数回归模型（ＱＲ）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ＯＬＳ　 ＱＲ＿１０　 ＱＲ＿５０　 ＱＲ＿９０

解释变量
正式网络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０　 ０．４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１） （０．３１０）

非正式网络 －０．１２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１ －０．２３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６） ０．４２１）

年龄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０）

控制变量：个体层面
性别 ０．９１４　 ０．６９４＊ ０．５９１　 １．６３１

（０．６０５） （０．３５４） （０．５１４） （１．８９７）

教育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７） （０．２０３）

健康程度 ０．５２０　 ０．３５０　 ０．１３２　 １．０３８
（０．３２３） （０．２３９） （０．３７７） （０．７２８）

家庭规模 ０．４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５５３＊＊＊ ０．４５４

控制变量：家庭层面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６） （０．３６７）

婚姻 １．５７２　 １．１７２ －０．５２２　 ２．２８８
（１．４５５） （１．６４７） （１．２７７） （２．５０９）

城镇化率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８

控制变量：村级层面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７）

城镇距离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４）

地区控制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２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ｒ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４

表４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模型运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正式网络

系数值 标准误 ｔ检验值 ｐ值
村干部 －１．９５６＊＊＊ ０．５３５ －３．６６　 ０．００
信任评分 ０．２３３＊＊＊ ０．０３７　 ６．２２　 ０．００
非正式网络 ０．２４９＊＊＊ ０．０６５　 ３．８　 ０．００
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１　 ０．３２
性别 －０．３３２　 ０．３１２ －１．０６　 ０．２９
教育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４　 １．２７　 ０．２１
健康程度 ０．２０８　 ０．１６６　 １．２６　 ０．２１
家庭规模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９ －０．４２　 ０．６８
婚姻 ０．２９７　 ０．７３８　 ０．４　 ０．６９
城镇化率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９２　 ０．３６
城镇距离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８８　 ０．３８
＿ｃｏｎｓ　 ４．６５７　 ２．５７６　 １．８１　 ０．０７
地区控制 是

Ｎ ３０７
ｒ２ ０．３７８
Ｐ－ｒ２ ０．１７４

　　表５展示了ＩＶ模型和ＩＶＱＲ模型第二阶段
的运行结果。模型１中选取两个变量作为正式网
络的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
题。模型的 Ｗａｌｄ检验数值为３３．０６，大于弱工具
变量１０％水平的临界值１９．９３，常规认为只要

Ｗａｌｄ检验数值大于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ｗｅａｋ　ＩＤ　ｔｅ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的１０％水平［２７］或１５％水平［２８］下的
数值就可以，故可以认为本文选取变量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通过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值可以发现，

其数值为１．３４３，Ｐ值为０．２４６，说明拒绝工具变
量与原方程随机误差项无关的原假设，即选取的
工具变量与原模型中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关。故通
过统计检验选取“是否为村干部”、“信任得分”作
为正式网络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模型５～模型８的结果较未引入工具变量的
模型１～模型４，正式网络的显著性未发生较大变
化。就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言，其显著性水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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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降到１０％，并且控制变量中性别和距离城
镇距离均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通过统计检验。
农村女性居民在家庭和社会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２９］，从性别变量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女
性对家庭收入产生越来越重要的贡献力量，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如果增加一位女性则收入
会增加０．１３１万元。同时被访问者所在村落距离
城镇的距离对家庭收入产生负向影响，距离城镇
越远，家庭低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村落距离城镇
的距离直接关系到村落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
济发展越发达，农村居民增收的概率就会大幅度

提高。ＩＶＱＲ模型是在Ｑ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工
具变量建立的，从模型６的结果来看，正式网络显
著性水平有所上升，且非正式网络对家庭收入也
产生显著影响，但非正式网络对于低收入水平家
庭是负向影响，亲友之间的交往，如礼金支出可能
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经济负担［３０］。就ＩＶＱＲ模型
整体而言，依然支持 ＱＲ模型中模型２～模型４
得出的结论，即正式网络对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
促进其家庭收入的作用，说明正式网络有利于缓
解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起到了调节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缩小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５　工具变量模型（ＩＶ）及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ＩＶＱＲ）第二阶段运行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２ＳＬＳ　 ＩＶＱＲ＿１０　 ＩＶＱＲ＿５０　 ＩＶＱＲ＿９０

解释变量
正式网络 ０．６８７＊ ０．３４３＊＊ ０．３５１　 １．４００

（０．３７１） （０．１４４） （０．３１３） （１．０３７）

非正式网络 －０．３２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１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４）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４） （０．４６５）

年龄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个体层面
性别 １．１３１＊ ０．７４６＊ ０．７２７　 １．７３８

（０．６７９） （０．３８６） （０．６０２） （２．１０８）

教育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１） （０．２０８）

健康程度 ０．４１１　 ０．２９４　 ０．１６３　 ０．７５４
（０．３４２） （０．２２８） （０．３５５） （０．７５０）

家庭规模 ０．４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４３７＊＊＊ ０．４２１

控制变量：家庭层面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６２） （０．３７８）

婚姻 １．４８２　 １．５５７ －０．５５２　 ３．４１４
（１．１１７） （１．４２８） （１．４４４） （２．７０３）

城镇化率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４４

控制变量：村级层面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５）

城镇距离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９）

地区控制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ｒ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２１９

　　结合模型１和模型５可以检验假设Ｈ１，即正
式网络确实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模
型２～模型４和模型６～模型８没有支持假设

Ｈ２，即正式网络会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基
于ＱＲ模型和ＩＶＱＲ模型结果，正式网络对低收
入群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中等收入和高收
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正式网络对低收入
群体的影响要强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基于此，
正式网络不仅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是

缓解了收入不平等。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２０１８年对福建省、安徽省３２０农户
的调查数据，并考虑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
间的内生性问题。首先，通过建立 ＯＬＳ模型和

２ＳＬＳ模型检验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
影响，并进一步借助 ＱＲ模型和ＩＶＱＲ模型检验
农村居民正式网络对其收入不平等影响，最终通
过各个模型结果相互验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正式网络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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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与多数学者所持观点一致，即社会资本
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本文通过正式网络
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统计检

验，验证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生关系。通过引
入正式网络的工具变量可以发现，正式网络的显
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距城
镇距离等均发生一定变化，说明引入工具变量对
参数的估计更加可靠，故使用工具变量模型、工具
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是有必要的。
第二，正式网络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通过样本数据建立模型的检验发现正式网络
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
虑到正式网络和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工

具变量后，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依然呈
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检验了正式网络对农村居
民家庭收入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

等，而缓解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本文所得结论
与现有多数文献认为社会资本加剧了居民收入不

平等不同。通过ＱＲ和ＩＶＱＲ模型结果可以明显
发现，正式网络对１０％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农村居
民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在５０％和９０％分位
数水平下未通过统计检验，同时再考虑变量之间
的内生关系后，通过ＩＶＱＲ模型进一步反映了

ＱＲ模型中１０％分位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可
见，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中处于低收入的群体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这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居民的

收入不平等问题。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地域差
异、时间节点以及采用正式网络作为代理变量等
因素导致，从一定程度上为福建、安徽等地区农村
地区找到了缓解收入差距的另一条途径，即可以
丰富农村地区居民的正式网络来缓解农村地区的

收入不平等。
不断缩短居民收入差距、缓解收入不平等，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三
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文关注到了社会资本中重要的代理
变量正式网络是如何影响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不平

等这一问题。首先，要整体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进
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和
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村消费，提高农村经济活
力，同时加大产业支持，为农村居民提供大量的就
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其次，要加大向农村
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
针对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无职业技能以及再
就业困难等现状，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
村居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最后，在政府补助
发放过程中以及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
中，可以通过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得以实现，
村委会、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与农村居民的充分沟
通与交流，进一步对农户家庭实际情况获得充分
了解，保证了政府补贴资金能够“精准”发放到实
际情况符合条件的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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